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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 
与大国崛起 

 

韦宗友 

 

【内容提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

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

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

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

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

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

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

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国家

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通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同时，密集的国际制

度网络，也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

为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

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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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一直以来，主流的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对大国崛起多持悲观看法，认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

“和约”）创立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以来，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乃至霸权

战争，和平的权力转移寥若晨星。1648 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似乎也佐证了这

一看法，英国、法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德国（威廉一世和希特勒）以

及日本等一个个大国的崛起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西方学者据此认为，

在主权国家体系下（即西方学者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缺乏超越

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来提供秩序与安全，国家间关系是恒久不变的“零和性

质”，一国的权力和财富增长必然会引发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

系，最终冲突与战争便不可避免。①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一些西方学者对中

国的崛起前景极为担忧，认为中国崛起很可能会引发中国与西方大国及既有

秩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大国政治悲剧”难以避免。② 

本文认为，将大国崛起时的战争与冲突归因于主权国家体系或国际政治

的无政府状态，并进而以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预测大国崛起的“悲剧”，

显然具有误导性，这过于“简约”。主权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

大国崛起的“悲剧”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演绎或理论抽

象，而是一个实证问题。具体地说，主权国家体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

是含有丰富历史内容及边界的规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规范结构下，

大国崛起的路径将截然不同，战争与冲突并非大国崛起的宿命。 

 

一、主权国家体系、殖民体系与后殖民体系 

 

1648 年和约被广泛认为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也是主权国家体系诞生的

标志。波切尔（David Boucher）提出，和约“正式承认了欧洲现代国家体系

并为其奠定了基础”，“确认了诸多国家行为体的正式平等地位和合法性，

同时将均势原则确认为阻止霸权的机制”。霍尔斯蒂（Kal Holsti）也指出，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pp. 
102-128.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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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使得主权观念合法化，王朝不再受到等级控制而获得自主。它创造了

一个可以让欧洲政治维持碎片化的架构。”摩根索宣称，和约“⋯⋯使得主

权国家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石”，“国际法规则得以牢固确立”。斯普鲁

特（Hendrik Spruyt）宣称，和约“正式承认了主权国家体系”。扎切尔（Mark 

Zacher）则认为，“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国家在其疆界内的最

高权威或主权，终结了教会的跨国政治权威。”① 

近年来，上述观点正日益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和约并没有确立国家

主权原则，也没有由此创立一个基于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② 奥

珊德（Andreas Osiander）通过对三十年战争及和约内容的详细分析，认为和

约并没有确认任何国家的主权，更没有确立主权原则。针对被学者们视为国

家主权原则获得明确确认的荷兰及瑞士独立，奥珊德指出，荷兰的独立是在

1648 年 1 月荷兰与西班牙国王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确定的，但该和约不

是 1648 年 10 月签署的和约的一部分。换言之，荷兰的独立在和约签署前已

经获得确认。至于瑞士，早在和约签署前，瑞士也已经事实上获得了相对于

神圣罗马帝国的完全独立，若不是瑞士一个稍晚加入的州希望在和会上进一

步确认其独立，瑞士甚至根本不想与和会发生任何关系。奥珊德还特别分析

了神圣罗马帝国内各邦、自由城市的独立问题，指出尽管和约规定了诸侯邦、

自由城市的实际领土管辖权以及对外结盟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

了主权地位，因为根据和约，这一结盟权不能用来损害皇帝或帝国及其公共

安全，而且 1648年后欧洲其他行为体也并没有承认他们的主权地位。③ 

奥珊德的批评细致入微，但过于苛刻。尽管从技术角度看，荷兰、瑞士

的独立与和约的关系或许还可斟酌，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总体图景是，经过三

十年战争及和约，中世纪以来的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被正式

抛弃，承认了新教与天主教享有同等权利，也为世俗国家的君主或国王行使

境内的最高统治权（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扫除了法律障碍。而且，神圣罗

                                                              
① All cited from 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2, Spring 2001, pp. 260-261. 
② Randall Lesaffer, “Peace Treaties from Lodi to Westphalia,” in Randall Lesaffer ed., Peace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9-10; 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1, 1999, pp. 569-591. 
③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 Myth,” pp. 26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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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帝国皇帝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加剧了帝国境内的诸侯“割据”局面。此

后，越来越多的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如荷兰、瑞士、法国、瑞典、英国、

西班牙等，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独立乃至主要行为体，对内行使最高统治

权，对外享有结盟、宣战、缔约等独立权与平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开启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新时代。 

不过，这一“主权国家体系”与其当代含义有很大不同。自 16世纪以来，

经过博丹、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的阐释，主权概念已经具有“对内最高统

治权”和“对外独立权及平等权”两大基本含义。但由于直至一战以前，战

争一直都被视为执行一国对外政策的合法政策工具，以武力获取领土以及征

服非但未被视为非法，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被视为一国拥有主权的显著标志。

因而，在对外关系方面，这一主权观念更多是强调一国不受外来约束，必要

时以武力开疆拓土的能力，而不是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对他国主权的尊重。 

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此时的主权国家概念仅限于欧洲一些大国，即便是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诸侯邦也不能被视为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至于

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完全被排除在主权资格之外，它们反而是欧洲大国

行使主权的对象及检验主权能力的场所。①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先后以宗教及文明标准，将欧洲以外的世界视

为可以合法占领（occupation）及征服（conquest）的囊中之物。甚至在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开启前的一个多世纪，即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欧洲近代海

外殖民风气之先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曾在罗马教皇的鼓励下，对新世界的“异

教徒”进行征服，对其领土进行瓜分。1452 年，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权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令其享有进攻、征服、臣服撒拉孙人、异教徒以及所有

基督敌人的权利。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西班牙国王及王后颁发诏书，

正式确立基督教对新世界的统治权，要求征服土著居民及其领土，并将所有

新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土地的征服和统治权分别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1495年，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也授权约翰·考伯特及其三个儿子探寻并发现世界上任何

被异教徒占有的岛屿、国家或区域，令其加以征服、占领并纳入国王统治之

                                                              
①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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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① 他们将这些占领或征服的目标大致分为两类：无主地和可征服的领地。

所谓无主地，主要是指美洲大陆、澳大利亚以及一些土著人居住的岛屿。欧

洲法学家及神学家认为，由于这些土著居民没有在其居住地区建立起有效的

政治组织，也没有对其土地进行有效的利用，因而不能认为这些土著对居住

地区拥有主权，这些地区属于“无主地”，欧洲人可以合法占领。再后来，

特别是欧洲进入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后，它们进一步将目光

投向非洲、亚洲等已经拥有政治或政府组织形式、达到较高“文明阶段”的

广大地区。在欧洲列强眼中，虽然这些地区不属于“无主地”，但由于它们

依然没有达到欧洲的文明标准，不是“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成员，因而其土

地可以被视为征服和割让对象。② 正是以宗教和文明标准为借口，欧洲国家

不仅“发现”和“占领”了美洲新大陆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而

且在非洲、亚洲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狂潮，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 

显然，这一时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体系），并不是当代理

解的主权国家平等、独立的国际体系；相反，它是一个欧洲国家向外部扩张、

占领、征服的不平等体系。它是欧洲国家消灭土著民族、占有其土地，征服

“落后民族”、割让、吞并其领土的殖民体系，也是一种基于种族优越论、

以武力夺取“落后民族”领土的欧洲列强主权体系。换言之，它是一个奉行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的殖民体系。 

从时间上看，这一殖民体系始于地理大发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开始走向没落，而其消亡则迟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独立浪潮。该体系

的最大特征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宣称的“主权独立”，而是其不平等性和暴

力性。它只承认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的领土主权，其余国家和地区

则是殖民和征服的对象。它不仅不反对以武力夺取他国领土，相反还将这一

能力视为国家拥有主权的重要指标。它隐含了这一推论：一个欧洲国家如果

不能在欧洲之外以武力“开疆拓土”，那么其主权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随着殖民体系在二战后的最终瓦解，国际体系进入了后殖民体系时代。

                                                              
① M. F. Lindley, 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Being A Treatise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Colonial Expans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26, pp. 24-26. 
② Ibid., pp.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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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体系时代，主权原则真正覆盖全球，国际体系不再是一些国家拥有

主权，另一些国家被剥夺主权的不平等体系。《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明确规

定，各成员国主权平等是联合国赖以成立的基本原则。其次，以武力夺取他

国领土被明确禁止，行使主权不再意味着对“落后地区”或“弱小民族”的

征服，而是对任何此种企图的“自卫”或在联合国授权下的集体防卫。《联

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

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

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

采取必要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

体自卫之自然权利。① 相对而言，这一体系至少在形式上确立了主权平等和

独立，也明确废除了殖民掠夺和战争、并对武力使用施加了严格限制。 

综上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

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前后相继的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尽管

前者在时间起点上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

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前者的最大特征是不平等性和暴力

性；后者则是主权独立与平等原则真正涵盖全球的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将这两个阶段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统称，实际上掩盖、模糊

了其中存在的重大差异。 

 

二、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殖民体系是一个不平等、充满暴力的等级体系，也是将殖民掠夺与征服

视为大国行使主权题中应有之义的弱肉强食体系。居于金字塔之上的是拥有

巨大暴力能力和殖民能力的欧洲列强，居于金字塔中间的则是较弱一等的欧

洲国家以及拥有主权或半主权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居于金字塔底层的则是完

全丧失主权的亚非拉被征服、掠夺和占领的“落后民族”和“野蛮地区”。 

                                                              
① 联合国官方中文网站：《联合国宪章》，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 
shtml。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19 

这一体系下，大国的崛起与殖民掠夺密不可分，殖民掠夺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它往往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欧洲列强对非欧

洲地区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二是欧洲列强之间因殖民矛盾而发生的殖民争夺

或争霸战争。 

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的崛起之路无

不伴随着海外殖民与扩张，伴随着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敲骨吸髓般的掠

夺与剥削。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和近代殖民主义的

开拓者。如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美洲对欧洲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具有

重要意义。自 1492年第一次与美洲进行接触之后，“立刻开始了一个爆炸式

的、大规模的对美洲国家和文明的毁坏，对贵金属的掠夺，对当地劳动力的

剥削，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地的占有。”① 它们通过武力摧毁了印第安文明，

杀戮了印第安人口，占领了它们的土地。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还从

美洲攫取了巨额的黄金、白银。据不完全统计，1561—1580 年间，全世界生

产的白银有约 85%来自美洲。从地理大发现到 1640年间，至少有 180吨黄金

和 17000 吨白银被运往欧洲，而真实的数据可能至少是这一数量的一倍。此

外，欧洲人从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及非洲奴隶贸易中也聚敛了巨额财富。② 除

了抢占了美洲新大陆，它们还将触角延伸到亚洲沿海地区，建立起横跨大西

洋和太平洋的庞大殖民帝国。后起者荷兰、法国和英国如法炮制，也在美洲、

亚洲和非洲建立起殖民帝国。特别是英国，通过十七至十九世纪一系列的殖

民征服和殖民战争，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球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占领了地球陆

地面积的 1/3，统治了全球人口的近 1/3。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不仅为欧洲列

强的崛起提供了可供掠夺的资源（如葡萄牙、西班牙在美洲掠夺了大量的贵

金属）和廉价的劳动力（非洲黑奴和亚洲苦力），为其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口

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间”，还为其商品找到了广阔的外部市场，弥补了国内

市场的不足，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英国 19世纪著名的殖民理论家威克菲

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就指出，由于工业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仅

靠自由贸易，英国的工业将难以为继，英国必须进行海外殖民才能维持经济

                                                              
① J. M.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
译，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33页。 
② 同上，第 239—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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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繁荣，才能避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① 美国学者布劳特甚至

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大发现后对美洲、非洲和亚洲

人民的残酷殖民掠夺与盘剥，是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和美洲等地的贵金属

及种植园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② 

随着一批批欧洲国家加入海外殖民饕餮盛宴，它们在征服掠夺亚非弱小、

落后民族的同时，彼此之间因不可调和的殖民矛盾和殖民争夺而时常兵戎相

见，战争频仍。如表一所示，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欧洲传统的殖民大国西

班牙、荷兰和法国先后被英国打败，被迫将大片殖民地割让给英国。英国成

为这一系列殖民战争（除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大赢家，占有了大片殖民地

和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帝国。也正因为这些战争，老牌殖

民大国西班牙、荷兰逐渐走向衰败，潜在挑战者法国也遭受重大挫败。英国

取代西班牙、荷兰成为海外殖民大国，并逐渐获得了海上霸权地位。换言之，

英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和海上霸权国与殖民战争密不可分。 

到 19世纪末，随着德国、日本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殖民瓜

分的行列，要求分享“阳光下的地盘”。它不仅引发了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

非洲和亚洲的瓜分狂潮，也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毕竟，可供

殖民掠夺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参与殖民争夺的国家及其殖民欲求却日益上升，

不可避免地导致后起大国与既有殖民大国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兵戎相见。殖

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是殖民体系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大国崛起的必然产物。 

即便美国的崛起被认为总体上是和平的，但事实上也与殖民战争和争霸

战争有着不解之缘。尽管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没有从事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

和殖民掠夺，但通过对境内土著印第安人的杀戮和驱逐以及狂飙突进式的“西

进运动”，美国占有了与其人口极不相称、令其他欧洲帝国相形见绌、具有

洲际规模的广袤国土。换言之，美国是通过国内殖民替代了海外殖民，走上

崛起之路的。而且，在世纪之交，美国与没落的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

战争，占有了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向欧洲老牌殖民

帝国展示了肌肉，并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① Bernard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 
②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第 249—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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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殖民帝国间因殖民引发的战争，17世纪至美国独立战争 

时间 名  称 所涉及殖民地 影  响 

1652

—

1654 

第一次英

荷战争 

英荷相互不得与欧洲以外的

另一方所属岛屿和殖民地通

商。 

荷兰的海上霸权受到削

弱；英国开始走上争夺海

洋霸权的殖民帝国道路 

1655

—

1658 

英国与西

班 牙 战

争，法英

结盟 

英国占领牙买加，控制了荷兰

的航运，确保了自身商业安

全。 

西班牙进一步走向衰败，

英国加强了海上地位。 

1665

—

1667 

 

1672

—

1674 

第二、三

次英荷战

争 

第二次英荷战争，英国在欧洲

败北，但在美洲颇有斩获，夺

取了北美一些荷属殖民地；第

三次英荷战争，荷兰将美洲的

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割让

给英国，承认英国人对圣赫勒

拿岛的占领。 

荷兰从此丧失海权，英国

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海上霸

主。 

1756

—

1763 

以英法为

主要交战

方的“七

年战争” 

法国及西班牙在北美大陆的

大部分殖民地转入英国；英国

获得西印度群岛大量法国殖

民地；英国获得在印度所占土

地。 

英国成为海外殖民大国和

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法

国失去了大部分海外殖民

地，国际地位受到重创。 

1775

—

1783 

美国独立

战争 

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英国

在北美的殖民地仅剩加拿大；

西班牙拥有密西西比河以西

与北纬 31 度以南的地区，其

余为美国国土。 

美国独立是英国海外殖民

的一次重大挫折，为殖民

地的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

一个成功的先例，直接影

响和推动了拉美人民的反

殖解放战争，在美洲大陆

敲响了欧洲殖民的丧钟。 

笔者整理制作。资料来源：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第 82—272页。 

 

不过，这一殖民体系也孕育了促使其自身最终走向灭亡的种子。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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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的限度。殖民体系的逻辑前提是有足够的地理空间可供大国殖民和

掠夺。然而，随着欧洲国家经过几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占有和殖民，地球上的

“无主地”和落后地区已经被占领和瓜分殆尽，不再有新的“无主地”或“落

后地区”可供欧洲殖民和瓜分。殖民体系面临无地可殖的尴尬境地。这种基

于对土地及其人口的物理占领的体系受到地球物理空间的限制。① 

其次是主权规范的普及。西方国家全球殖民的过程，也是主权规范由欧

洲向全球扩散的过程。欧洲列强通过发现、占有和建立殖民地，来印证和强

化其主权意识和主权地位，但同时也唤醒了亚非拉被掠夺和被剥削地区人民

的主权和民族国家意识，极大促进了主权规范的拓展。当亚非拉国家人民通

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获得行使主权的能力时，

主权就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特权，而逐渐成为全球性规范，也成为亚非拉

国家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侵略和干预的利器。主权规范的普及，从根本上动

摇了殖民体系的根基和合法性，消解了西方国家以文明标准构建的主权等级

体系，破除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殖民神话。② 

最后，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殖民体系最终走向灭亡的加速器。这两

场造成上亿人口死亡的世界大战，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灾难，

使殖民国家陷入道德破产，无法再以文明传播者或文明标准制定者自居，同

时也极大削弱了它们对亚非拉广大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促进了亚非拉人民的

觉醒，唤醒了它们的主权意识，加快了殖民体系的没落和最终的灭亡。 

 

三、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如前所述，后殖民体系是一个主权规范在全球普及，各国至少在国际法

                                                              
① 张春和潘亚玲将这种基于对他国领土和人口物理占领的战争，称为“寻求生存必需型战
争”，这与本文提到的殖民体系下的殖民掠夺战争有相似之处。参见张春、潘亚玲：《战

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 4期，第 14—21
页；潘亚玲：《试论全球化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存能力》，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
第 7期，第 89—96页。 
② 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副研究员的提醒。他指出，当主权民族国家制度及理念的
扩散和推广到极致，达到全球普及阶段，殖民体系本身也就宣告结束了。另可参见潘亚

玲：《“文明标准”的回归与西方道德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 3期，第
3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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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获得主权独立与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它明确将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

视为非法，并将国家单独及集体自卫权之外的武力使用权威由单个国家收归

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这一体系中，出现了防止大国通过武力

实现崛起的三重保障。首先，规范保障。主权规范得到公认和全球普及。主

权不再是少数西方大国的特权，而是不论大小、强弱之所有国家的普遍身份

和权利。尽管冷战结束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超越、弱化主权观念的声

音和现象，但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主权意识不是淡化了，而是强化

了。在这一规范体系下，即便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军事干预，在没有联合

国安理会的授权下也不具有国际合法性。因而，很难想象一国会公然挑战主

权规范，进行以开疆拓土为目的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其次，国际法保障。《联

合国宪章》规定了所有成员国主权一律平等的原则，并明确规定除自卫及安

理会授权的战争外，所有其他类型的战争都为非法。在此，除了自卫外，战

争不再是单个国家可以自行其是的自由度量，而是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

全机制的集体裁决。最后，制度保障。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

任何战争行为都必须获得安理会五常的集体同意或默认。而一旦发生侵略行

为，通过安理会的授权，入侵者将面临国际社会的集体制裁，包括武力的行

使。虽然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冷战时期因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其作用大打

折扣，在冷战后也因人道主义干预问题而饱受诟病，但总的来说，它在制止

侵略和限制使用武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此外，由于主权规范普及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复兴，使得

历史上的征服战争变得极为困难甚至难以想象，因为任何征服和入侵必然遭

到民族主义的誓死抵抗，军事入侵和占领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而军事技术革

新、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任何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霸权战

争，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无异于自杀。 

与先前的殖民体系相比，在这一主权平等的后殖民体系下，后起大国很

难指望通过殖民掠夺或武力开疆拓土实现崛起，只能依靠内部发展及和平的

对外贸易。在这一体系规范下，大国崛起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模式：贸

易国的兴起① 以及大国门槛的提高。在殖民体系下，由于海外殖民掠夺可以

                                                              
① 关于贸易国兴起问题，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曾有专著论述了贸易国的兴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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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弥补国内资源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排他性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

国内市场的狭小，因而像诸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土狭小、人口规模不

大的国家，都可以通过强取豪夺、开疆拓土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在后殖民

体系下，尽管海外贸易可以弥补一国国内市场的不足，但上述国家显然已被

注定无法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只有那些具有广袤国土面积、拥有可观人口规

模（在人口爆炸的今天，这意味着要拥有约一亿左右的人口）的洲级大国或

巨型国家才可能成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大国的门槛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开疆拓土，大国崛起更多地依靠内部建设及自由贸

易来积聚财富，这为贸易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尽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

等人早在 18世纪就意识到自由贸易对财富增长的重要性，并鼓吹建立一个基

于自由贸易之上的“非正式帝国”，而不是建立排他性的殖民地，① 但在殖

民体系下，自由贸易受到排他性殖民地的顽强阻击，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当二战临近结束、欧洲老牌殖民大国已经被战争严重削弱时，以美国为首的

同盟国开始为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谋划，最终签署了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为自由贸易的实施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也为贸易国的兴起

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虽然由于冷战开始阻挠了东西方贸易，但在西方国

家内部，自由贸易原则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而随着冷战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的结束，自由贸易原则真正在全球得到贯彻。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某

种意义上正是贸易国的崛起。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也受益于自由贸易，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贸易国的崛起。中印等新兴大国通过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与汗水，通过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为世界打工”成为“世界的工厂”和“世界的办公室”而逐渐走上崛起之

路。特别是中国，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

界第二，而且由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一跃而成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全球贸

易大国。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仅比美国少 156.4亿美元，达 38,667亿美元，

                                                                                                                                                       
出了贸易国与领土国家之间在对待征服问题上的根本差别。See Richard Rosecra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① 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7;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p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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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界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 47%。中国已是亚太诸多国家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之一。① 

后殖民体系为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殖民体系

下，西方世界凭借其坚船利炮和技术优势，将非西方世界变成其可以肆意妄

为的“自家菜园”。西方世界的每一次重大技术革新，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革

新，都会激起西方世界新一轮殖民和瓜分的狂潮，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更大的

灾难和痛苦，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殖民深渊和穷困潦倒境地。在后殖民体系下，

技术进步除了增加军事威慑力外，更多地是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创造商机和

改进普通民众的生活，用于增加一国的财富。而即便是军事威慑能力的增加，

也无法转化为赤裸裸的暴力侵略和殖民掠夺，甚至不能用它来打开他国的市

场和商机。在此背景下，那些具有广袤面积、巨大人口规模的非西方世界，

如中国、印度、巴西等，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与

创新，借助于规模经济，将最终在和平竞赛中赶上、超越无论是人口规模还

是国土面积都相对狭小的传统西方强国，实现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性崛起。中

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初步展示了非西方世界在这一

体系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前景。 

后殖民体系时代也是国际制度史无前例地大发展的时期。二战结束后，

联合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乎国际和平、

国际金融与贸易稳定的国际制度先后创建起来。各国被编入一张相互依存的

国际制度大网之中。这些制度的创立及演进，不仅颇为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和

平，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权力

格局的演变，一些新的制度被创建起来，旧的制度也不断进行演进。如七国

集团/八国集团、东盟、欧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金砖国

家的成立，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有制度的改革等。这些国

际制度既为渴求发言权及国际威望的国家提供了表达自身诉求的场所，也为

约束少数大国的单边行为提供了集体保障，同时还为解决国际冲突和矛盾提

供了非暴力工具。② 某种意义上，二战后的“长和平”得益于该体系密集的

                                                              
① 《商务部反驳“中国货贸总额首超美国成世界第一”》，中国商务部网站，2013年 2月
17日，http://ccn.mofcom.gov.cn/swxw/show.php?eid=42271。 
② G. John Ikenberry,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U.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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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网络。它与主权规范的普及和贸易国的兴起一道，为二战后大国的

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保障。尽管仍无法杜绝战争，但相对于殖

民体系，该体系为大国的和平崛起及国际和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结  论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两个

阶段。前者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一直持续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获得殖

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后者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在殖民体系下，主

权既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它们对欧洲以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

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一部分国家享有

主权、大部分国家被剥夺主权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

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

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

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在这一体系下，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

外兴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它为贸易国的兴起以及具有广袤国土或众多人口

或两者兼备的国家的和平崛起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稠密的国

际制度网络，也为约束大国的行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

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也为大国国际威望等级的调整

提供了制度化工具，从而更有利于大国在体系内的和平崛起。德国、日本在

二战后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在新世纪的群体性崛

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

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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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ing, Innovating and Striving of the Zhou Dynasty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Political Culture and Pursuing Grand Strategy 
of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SHI Yinhong 
By reading the Myth of the Zhou Dynasty in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 this essay probes the Zhou Dynasty’s grand strategy of 
shaping i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rsuing a grand strategy of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Due to its overwhelming life-style of aerial farming, the 
Zhou Dynasty developed a characteristic “national” tradi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and thus firmly established a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Ying and Shang dynasties. By exercising “soft-power” 
and accumulating “hard-power”, Zhou flourished and expanded to wait indefinitely 
for the Armageddon to change. This grand strategy had successfully made the 
center of attraction having shifted even before the shift of the balance of powers. 
And the would-be result of military showdown had been predetermined prior to a 
war because the strategy had been assisted by the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campaigns and by the equally effective forging of alliances before the non-strategic 
and hegemonic war was launched by its ultimate rivalry. Zhou, after its successful 
rise, swiftly took a series of grand strategic measures in four aspects, namely, 
strategic education,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fruit of the rise. The rising, innovating and 
striving of the Zhou Dynasty demonstrate that the sort of fundamental innovation 
and doctrine are up to the sor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while in 
terms of a particularly crucial strife and grand strategy such as national rise and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the fate of the innovation and doctrine are up to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strategic commanders in the first place. 
 
 
Colonial System, Post-Colonial System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WEI Zongyou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r the sovereign nation-state system 
defined by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theory ignores the fact that it consists of 
two sub-systems instead: the colonial system and post-colonial system, with the 
former expanding from the era of the Great geographic discovery by the Wes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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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latter lasting from the dissolving of the 
colonial system till now. The colonial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avage 
conquering and occupation of the “backward races” in America, Africa, Australia, 
and Asia by the West, in which only the Western powers enjoy the privilege of 
sovereignty and the rest are deprived of it, and the rise of powers is accompanied 
by war and conquering. The post-colonial system formally abandoned conquering 
war and colonization as legitimate instruments of foreign policy, and it’s also a 
closely-knitted web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a result, it provides much more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for nations to rise peacefully. The simultaneous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is a convincing case and hopefully it will continue to live 
peacefully with the established powers in the future in this post-colonial system. 
 
 
 
China’s Rise 
——Grand Strategy and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SONG Dex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a non-Western, newly emerging power,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have a basic choice of road based on broad consensus, a 
pragmatic and prudent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program and a coherent 
strategic patience, though equally important are the availability of a grand strategic 
theory reflecting the psych of the times, the realistic state of affairs, and a Chinese 
aspiration. Along with the great national revival of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a 
process full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severe challenges,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about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on China’s rise was 
automatically put on the agenda and has reached great achievements. The theory 
should be based on: firstly, the requirement of pursuing realistic politics; secondly, 
rationally defining the world powers; thirdly, requirement of creating a basic logic 
of strategy; and fourthly, pointing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entennial rise. 
Therefore, decision-makers and scholars alike should be committed to harboring 
the time and space, deep and wide enough to explore the world of its structure and 
trends in a long run and by which to think over, and design, the road for China and 
a basic strategic choice. At present, we particularly need to think over the grand 
strategic theory on the rise of China in three aspects: security cognition, definition 
of interests and exercise of power, in order to form an organic logic chain and 
finally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i.e., the great national 
revival. 
 


